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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運用修復式司法的觀點及技巧，協助家暴互告傷害罪之夫妻做

關係修復，並探討修復的歷程和成功修復的因素。研究者以個案研究方式，對修

復促進者引導一對夫妻與其家屬進行 4 次晤談與對話的資料做分析，並做信、效

度檢証。 

研究發現：一、雙方當事人對促進者的信任，是成功修復關係的重要因素。

二、修復式司法能促進當事人的改變動機。三、結合需求層次理論，有助於提昇

關係修復的機會。四、關係修復過程中，應考量當事人的家庭、家族成員的生態

影響。五、對修復夫妻互告傷害罪的關係具有成效。 

本研究發現修復式司法不僅運用於一般家暴案件，也能修復嚴重家暴互告傷

害罪的關係。此外，家暴具有個別特殊性，建議持續做更多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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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修復式司法始於 2002 年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提出「有關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

原則」（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in criminal matters），

該原則定義修復過程是「被害人、犯罪人、社區及其他受犯罪影響的人參與，由

修復促進者協助這群人以調解、和解、會議或審判圈等方式，解決犯罪帶來的問

題」（法務部，2011）。 

台灣刑事司法著重對加害人給予應有懲罰，具有遏阻的力量，但在處理被害

人所受到財產、身心傷害、社區社會安全等較不足，對降低加害人再犯、復歸社

會為良民有再提昇的空間（林忠義，2016）。一些專家學者或社會人士呼籲司法

應重視被害人，建構對被害人友善的刑事程序環境，滿足心理需求，因而運用修

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精神及程序輔助現行刑事司法的不足。 

法務部於 2010 年在八處地方檢察署試辦修復式司法，2012 年推廣全國地檢

署試辦（法務部，2012），2018 年明令修復式司法為各地檢署應辦理項目。蔣大

偉、陳祥美、李瑞典與柴漢熙（2019）認為，修復式司法闡明犯罪者若能體會被

害人傷痛，願意為錯誤行為承擔責任及付出心力修復，司法機關將給予復歸社會

的機會。 

法務部試辦修復式司法初期，採取較謹慎保守的態度，規定適用範圍以三年

以下徒刑、二審定讞的輕罪，如竊盜、傷害、侵占、詐欺、恐嚇等或其他經評估

適宜的案件，有意願的加害或被害人可自行向地檢署申請；檢察署、法院、監所、

更生保護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亦可轉介。修復過程通常由具法律、心理、諮

商輔導及社會工作專長的修復促進者帶領。修復式司法異於一般的民事調解，不

以達成協定為導向，而聚焦在雙方對話，強調被害人的心理療癒、加害人承擔責

任與財物損害的回復（Umbreit,1998；曾子奇，2012；黃蘭媖、許春金、黃曉芬、

洪千涵，2014；陳祥美，2018）。 

台灣剛開始試辦是採行美國的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模式（The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VOM），強調以社會觀點面對犯罪事件，尋求加害、被害人

及社區三者共同的修復，使被害人在修復式司法的實踐歷程重回程序主體地位，

賦予被害人主導能力去尋求情感修復、實際損害的賠償。關注的重點不在懲罰或

報復，而是國家如何在犯罪發生後，對受害者的創傷尋求療癒作為，恢復雙方的

平衡狀態並修復其破裂的關係。因而賦予「司法」新意涵，在尋求真相、道歉、

撫慰、負責與修復中伸張正義。 

在研究者的實務經驗中，台灣早期刑事司法著重懲罰犯罪行為、維護社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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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然而許多假釋或期滿出監的更生人，無法理解自己的犯罪對被害人造成傷害，

認為入監服刑即付出犯罪代價，出獄後就一筆勾消先前的錯誤，進而產生扭曲認

知，無助於社會和諧。而修復式司法提供加害、被害人對話的平台，讓被害人可

以說出受害痛苦，有助於心理療癒；讓加害人感受被害人的傷痛，進而反省錯誤，

降少再犯。因此，修復式司法以修復被害人的傷害、社區的互動關係，可彌補傳

統司法不足之處。 

 

貳、修復式司法概說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也稱修復式正義，是一種透過會議、調解、

道歉、寬恕、賠償、服務、社區處遇等方式，回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和平解決

犯罪案件的仲裁制度（許春金，2012）。林瓏（2012）指出處理犯罪不應只關注

如何懲罰加害人，也應關注被害人公平發聲的權利，讓被害人有機會表達其內心

感受，透過與加害人的對話程序來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因此，在促進對話達成

修復目標後，讓被害人走出傷痛、讓加害人認知到罪行造成的傷害，真誠認錯悔

改、承擔責任，減少將來再犯的可能（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2018）。 

修復式司法的哲學觀是喚起人們的羞恥感和復原力，以修復被害人遭受的損

害，Braithwaite（1989）認為修復式司法的重要元素是羞恥感（Shame），修復會

議有如人性羞恥感整合的儀式，激發加害人採取道德性行為的動力，Tangney 與

Miller（1996）認為人類的羞恥感容易和自我罪惡感糾結，導致加害人在修復會

議中引發心理防衛機制，產生自我辯護而不願真誠道歉，因而，修復式司法在喚

起加害人羞恥感及其運作，產生修復動力。此外，當事人的復原力（Resilience）

在修復過程中也具有影響力，復原力是個人在高壓或挫折情境中，具有運用內在

資源化解困境的傾向和能力，如同身體受傷後，仍然具有痊癒的傾向，而當人們

在困境中，將會表現出正向調適的歷程（Luthar & Cicchetti,2000；嚴健彰，2003；

許春金，2012）。因此，修復會議中的良好對話環境，將有助於喚起當事人的羞

恥感和復原力的產生。 

修復式司法的意義在於透過參加對話的儀式修復當事人、社區的關係，許春

金（2012）認為修復式司法應讓受犯罪影響的加害人、被害人及社區成員，自願

性的參與司法機關所安排的會議，加害人可在會議中描述犯罪事件，被害人可訴

說內心情緒，透過彼此對話、道歉、寬恕、賠償或社區服務等方式，達成修補傷

害及關係的協議，讓加害人負起責任、被害人得到心理需求，讓社區和諧及消弭

衝突。林忠義（2016）認為修復式司法在嚴肅的司法體系中，提供另一種解決問

題的思維，針對當事人的情況給予較溫暖處理方式，促進社會的和諧。因此，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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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司法的觀點來看犯罪行為，犯罪是一種對被害人或社區關係的傷害，造成

和諧關係的撕裂損傷，影響人們和社區的正向發展。而修復式司法重新修補關係，

恢復社區人們往日的良性互動。 

修復式司法的進行過程是由地檢署提供一個平臺，聘請具備修復式司法實踐

能力的修復促進者引導，讓事件雙方可以表達對事件的情緒、感受和詮釋，陳述

事件對自己和他人所造成的影響，對事件的學習和理解，達成關係修復的方案（陳

祥美，2018），修復式司法強調關係的真心修復，加害人真心道歉或被害人選擇

原諒都是自然發生的結果，修復過程中尊重雙方的意願，不會強迫加害人向被害

人道歉，修復對話需要雙方當事人自願參與，任何一方不願意就不會開始，開始

後的過程中也可中止，以達成法務部倡導「修復傷痛，共創三贏」、「真誠溝通，

同理對方」、「重新出發，和諧社會」的目標。 

修復式司法的功能除了修復被害、加害人之間的關係，也能引導當事人朝向

正向改變。研究顯示：修復過程能將加害人的情感、態度轉變為較正向，被害人

能感受被尊重，有利於被害人的寬恕和減少恐懼（Marshall, 1996；Kelly & 

Thorsborne, 2014），提昇加害人的同理心，重建加害人的罪惡感，降低再犯率，

並提供加害、被害人在創傷事件後，心理復原的可能途徑（Reisel, 2015）。此外，

黃嘉羚（2019）認為台灣修復式司法是具有高度發展性的刑事司法模式，旨在修

補關係、補償受害人，使兩造當事人與整個社區得以回復和諧，讓當事人有機會

在法律程序中說出想法並討論，使刑事司法更符合人民期待，得到更完善的司法

處遇。 

目前經由公部門、學界、民間協會的努力實踐，修復式司法的理念、技術廣

泛運用在司法體系的成人犯罪，少年非行及校園、軍隊紛爭等領域（柴漢熙、陳

祥美、蔣大偉、李瑞典，2018），法務部也訂定規範，建立修復促進者執行操作

的平台，修復訴訟或衝突中的雙方或多方當事人的心理情感傷害。此外，中華修

復促進協會於 2016 年提出衝突調解模式（Conflict Mediation, CM）作為本土修

復式司法的工作方向。李瑞典、陳祥美、柴漢熙、鄭彗伶（2019）運用衝突調解

模式進行會前訪談及修復會議，後續對當事人做問卷及滿意度分析，發現衝突調

解模式能促使當事人從對話中被同理接納、消除恐懼、修復情感，產生的正面效

果，因此，修復式司法除了修復雙方的關係外，也是一種賦能（enable）。Mills、

Grauwiler 與 Pezold (2006)指出，修復式司法背後的概念是每個文化都有最適合、

最有意義的修復傳統，因應不同國情文化與個案而有不同的修復形式，正義可以

是個人的、互動的、多變與平等的。因此，台灣的修復式司法參酌許多國家發展

經驗，逐漸發展出本土脈絡的工作模式，未來將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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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司法刑事審判和修復式司法都具有預防犯罪、防止錯誤行為再發

生、促進社會和諧等共同目標，只是手段上有些差異，刑事審判偏向剛性，以懲

罰方式快速介入事件的紛爭；修復式司法偏向軟性，以修復關係方式，尊重雙方

意願，用對話來處理紛爭。因此，修復式司法促進當事人真誠溝通，引導羞恥感

及復原力來修復犯罪帶來的傷害，為司法刑事審判外，增加一個新思維面向。 

 

參、家庭暴力事件與修復式司法 

夫妻互動是生態系統中的小系統，其親密關係是社會關係的重要關鍵點（張

宏哲、林昱宏、陳心詠、鄭淑芳，2018），良好的夫妻互動可以滿足雙方生理、

安全、親密、歸屬感等需求。然而，若互動不佳亦可能產生複雜糾葛的問題。 

Hopkins（2012）認為親密關係暴力比一般熟人的暴力來得複雜，需還原過

去事件，找出內在運作的心理動力，加害人若對自己過去事件的壓抑或未理解，

將造成被害人心理傷害，被害人也會排斥與親密家人的關係。陳祖輝（2004）強

調修復式司法是一種團隊合作，需要多元觀點，運用在家暴事件與一般調解的內

涵、目的有差異，修復式司法的重點不是談判而是處理關係。黃嘉羚（2019）指

出修復式司法為部份家暴案件提供新的選擇，不同於調解制度強調談判、妥協，

而著重在撫平或彌補關係，不以雙方復合為主要目的，強調雙方當事人擁有平等

說話的機會。因此，家暴案件和一般犯罪案件具有差別，難以用簡單的加害、被

害人二分法來區分，應採用多元觀點來審視之。 

邱獻輝（2012）認為台灣社會處於東西文化的衝擊，親密暴力的心理歷程影

響應考量本地的文化、社會、歷史脈絡。台灣的修復式司法採用被害人與加害人

調解模式（VOM），強調個人與他人、團體的互動及負責，運用社區會議的對話，

讓加害人有機會表達真誠道歉及承擔責任，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的正向轉變，降

低再犯錯的機會（Maglione, 2015；Wachtel, 2012），這種思維模式與台灣社會強

調個人對家人、家族的互動具有共通點。曾子奇（2012）指出修復式司法適合用

在夫妻及家屬的家事衝突解決和關係修復，因為與夫妻共同營生的期望一致。

Zehr (2015)強調修復式司法是一個過程，讓雙方共同合作，理解傷害、需求和義

務，以便對被害者療傷及正確的處理事情。蔣大偉、陳祥美、李瑞典與柴漢熙（2019）

認為修復式司法旨在協助雙方家庭進行充分的對話，讓當事人有機會互相陳述、

澄清、聽取對方感受、提出對事件的疑問並獲得解答。因此，夫妻的關係修復需

要合作，找出曾受過的傷痛和需求，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的正向轉變，完成需求

目標，進而改善關係。 

修復式司法在本質上是提供一個非敵對、無威脅的安全環境，讓當事人表達



6 林原賢 

 

其利益及需求，進行討論及共識，適用在修復夫妻家事糾紛，過程意涵如下： 

一、陳述、溝通有助夫妻瞭解彼此的感受及角度：尊重夫妻都有公平述說的權利，

經驗事件的過程、被害感受，滿足雙方想要表達及參與晤談的需求。 

二、讓夫妻理解自己的行為，覺察澄清在現實生活的影響：透過對話，聲請人感

受到被同理、有掌握生活的能力，提升自信心及「賦能」；相對人有機會說

出想法，得到對方理解，減少負面情緒，在環境中找到妥協合宜的互動。 

三、促進夫妻關係修復及家庭和諧：經歷充分對話，提昇夫妻對修復及互動的自

信心，啟動羞恥感再整合及復原力的動機，付諸實踐行動，完成關係修復。 

 

目前，修復式司法運用在家暴案件的成效研究，李易蓁與楊巧鈴（2014）對

家暴成人保護性個案訪談研究發現：一、以社工處遇和修復式司法來協助個案做

短期介入的模式，可以開啟雙方對話契機。二、修復式司法能滿足聲請人期待中

止暴力、但又不想中止情感關係的需求。相對人在進行修復後，能取得聲請人諒

解的機會及做出補償。三、部分聲請人認為修復過後，人身安全疑慮仍在，因為

相對人未能履行協議，或在法律追訴期後故態復萌。四、在修復式司法實施的時

間壓力下，雖然能完成修復，但不易辨別目前的平和相處是否為暴力循環蜜月期，

還是關係修復真正完成。黃嘉羚（2019）認為對家暴案件從事修復式司法時，促

進對話者除了專業知識及引導技巧，還須對家暴成因、防治、社會資源、法令法

規等專業領域有所瞭解。Johnsen 與 Robertson（2016）認為修復式司法運用在家

暴事件需注意：一、當事人雙方自願參與，有對談的意願。二、讓被害人能夠滿

足其個別需求，而非只是形式化的對談。三、避免加害和被害人的權力不對等而

陷入合作的危機，應審視雙方漸近式的衝突如何形成？而不是放在加害人控制被

害人的議題。 

吳慈恩與黃志中（2012）認為適合進入修復式司法的個案有八種類型：相對

人具真誠負責的態度、低度危險、低操控性、當事人對於關係改善的意願高、權

控關係的權力相當、教養子女的衝突、互為相對人、初期暴力的個案、有血緣的

家庭關係成員；不宜進入的個案有四類：具有高度危機、嚴重精神疾病患者、長

期施虐者、嚴重權控或暴力者。吳慈恩（2013）指出在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施行

後，部分法官提出修復式司法在家暴案件中的範疇有：低度危險、非操控性關係、

非易怒、衝動類型低、雙方具有意願修復，家暴內容為非暴力。 

綜合以上，法務部實施修復式司法計畫中明訂「家庭暴力案件應經各縣市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評估並同意」的規範。因此，家暴事件要進入修復式司

法程序前，需要經過適當謹慎的評估。此外，修復的目標是滿足家暴當事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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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運用馬斯洛（Maslow）「需求層次理論」對當事人做系統性的瞭解及指引

對話的方向。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們的成長、生活行為、人際互動等內在動力來

自於生理、安全、愛和歸屬、自尊、自我實現等五種層次需求，需求滿足的程度

將決定人格發展（陳皎眉、林宜旻、徐富珍、孫旻暐、張滿玲，2015）。 

最後，促進者運用修復式司法的哲學觀與技術帶領雙方對話，促進當事人覺

察事件的影響，找出內在的需求，提昇當事人及其家屬的負責任和處理能力，在

平等對話過程中，喚起當事人在安全情境下，促進羞恥感和產生復原力，讓夫妻

及家屬做有效的對話，滿足雙方的需求，達成修復目標。 

 

肆、案例分析與修復策略 

修復促進者以修復式司法的概念和技巧，協助因家暴演變為互告刑事傷害的

夫妻做對話及關係修復，滿足雙方及家屬需求，最終達成修復的目標。 

一、案情簡介 

當事人：夫、妻皆 30 多歲，兩人結婚 13 年，妻結婚後住夫家，與丈夫、公

公、婆婆、1 女（國中生）、1 子（國小生）同住。夫家為傳統家族企業，因家事

衝突發生，妻搬回娘家，分居一年多，經過如下： 

（一）夫妻因故吵架，進而出手互打對方，因調解不成，夫妻互告對方家暴及傷

害罪，傷害罪進入法院刑事庭審理，經由法院轉介為修復式司法案件。 

（二）夫、妻雙方的父親早年為舊識朋友，因而介紹彼此子女認識結婚，在家事

衝突中，雙方家長皆加入戰局，動用民意代表、律師、法師等資源，造成衝

突難以收拾。 

（三）夫、妻因家暴案件分居一年多，子女由兩方輪流接回家居住，夫妻及家屬

多次調解未達成共識，家屬不斷獻策及出主意，加深雙方的衝突。 

二、修復促進者引導關係修復過程 

歷經四次晤談與對話，第一、二次為單方會談，第三、四次為雙方對話，晤

談時間每次 2 小時，共 8 小時，過程如下： 

（一）同理當事人及建立良好關係 

修復促進者和雙方當事人建立良好關係十分重要，第一次與妻方（妻及家屬）

單方晤談時，妻能說自己痛苦難過的情緒，表達對夫家的失望感，談論自己在衝

突中的委屈，蒐集證據和聘請律師提告的過程，但願意修復關係。第二次與夫方

（夫及家屬）單方晤談，夫方不斷提及自己的委屈，被傷害的情緒及失望，認為

妻方在家中吵架並隨即回娘家，對公公辱罵，夫及家屬曾多次到岳父家求和卻遭

多次拒絕及輕辱，妻方偷偷錄音蒐集證據，還先告夫傷害罪。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99%B3%E7%9A%8E%E7%9C%89/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E%97%E5%AE%9C%E6%97%B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E%90%E5%AF%8C%E7%8F%8D/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D%AB%E6%97%BB%E6%9A%90/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C%B5%E6%BB%BF%E7%8E%B2/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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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兩次個別晤談，促進者同理夫方及妻方的情緒、痛苦感受，讓雙方無拘

束的敘述事件及認知想法，達到蒐集完整資料，和雙方當事人建立良好關係。 

（二）訂出關係修復的工作指標 

促進者運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自

尊、自我實現），訂出工作指標，以滿足夫妻雙方的需求。 

澄清和評估夫妻雙方及家屬參與修復對話的動機想法？需求為何？雙方的

需求是否有交集？夫妻分居一年多，是否還有共同願景？經由第一、二次單方晤

談的引導澄清後，發現雙方有共同的需求，包括：安全、愛跟歸屬感、自尊的需

求，能平靜生活、不受對方突來的指責、與子女同住、生活方式被尊重、家族企

業能延續等，雙方先前有多次協調、調解失敗造成信心挫折，心灰意冷，對修復

式司法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願意再次對話。 

（三）找出保護及風險因子 

經歷第一、二次的單方會談，促進者在第三次會談邀請雙方初次對話，夫、

妻皆受原生家庭父母親很大影響，雙方家長都是地方精英份子，深具法律知識及

人脈資源，也疼愛自己的孩子及孫子。從對話中整理出保護及風險因子： 

１、保護因子：夫、妻及家屬都期望延續家族在地方的聲譽、不希望雙方爭吵分

離，而讓子女身心受創，不願意因小事導致雙方都留下犯罪紀錄。 

２、風險因子：夫、妻年輕氣盛衝動、妻對公公不敬當面指責、訴訟前的調解過

程埋下心結、妻方先用法律提告造成雙方敵意升高、雙方家長過度重視面子、

捨不得自己子女受委屈，家屬競相投入資源幫助夫、妻對抗，夫妻分居太久

對於復合有心理障礙。 

（四）引導對話，相互理解情緒 

情緒相互理解必需先從具像的生活議題先談，引導夫妻及家屬從客觀情況做

描述，再進入主觀情緒及認知表達，才能讓雙方逐漸進入對話、理解及詮釋。 

１、談論生活情形 

請夫、妻談分居、輪流接送照顧孩子的生活，雙方家長在子女分居時，所看

到孩子及孫子的情形。 

２、引導談出內心的情緒 

請雙方及家屬說出在事件衝突、僵持對峙、提告、接送孩子及雙方互動的情

緒感受，促進雙方理解彼此的想法。 

３、對情緒及此時此地的詮釋 

帶領雙方及家屬以此時此地的觀點對先前事件做解讀，回顧思考當時的情緒、

情感和行為反應，再用現在的觀點重新詮釋，說出想法及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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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話滿足需求，達成修復關係 

夫妻在第三次、第四次對話過程中，夫妻及家屬各自表述自己的情感、想法，

妻當面主動向公公道歉，雙方同意重修舊好，互撤傷害告訴及達成「一個月後，

妻及子女回夫家同住」的協議。 

三、關係修復成功的探討 

歷經四次的晤談及對話，完成關係修復。修復目標、過程、效果如表一。 

 

表一 修復目標、修復過程及修復效果 

次數 參與

人員 

修復目標 修復過程 修復效果 

第一次 妻方 

2 人 

蒐集妻方資料、建

立信任感、引導妻

方思考雙方關係、

對法律的認知 

一、傾聽妻方訴說 

二、引導妻方情感宣洩 

三、說明對話時間及心理準備 

四、討論法律的嚴肅性 

一、達成蒐集資料任務 

二、建立關係和信任感 

三、妻方及家屬能自在的

表露情感 

第二次 夫方 

3 人 

蒐集夫方資料、建

立信任感、強化夫

方思考雙方關係、

家族觀點、對法律

認知 

一、傾聽夫方訴說 

二、引導夫方情感宣洩 

三、說明對話時間及心理準備 

四、討論法律的嚴肅性 

一、達成蒐集資料任務 

二、建立關係和信任感 

三、夫方及家屬能自在表

露情感 

第三次 妻方 

7 人、

夫方 

2 人 

促成雙方對話，妻

方及夫方在關係修

復下撤回告訴 

一、雙方對話，理解彼此的立場 

二、妻方及其家屬願意撤回告訴 

三、夫方的父親未到，夫不敢決

定，無法達成修復 

一、雙方初次對話，女方

願撤回告訴、男方則否。 

二、男方父親在事件中可

能扮演重要角色。 

第四次 妻方 

6 人、 

夫方 

2 人 

促成雙方再次對

話，鼓勵夫方父親

出席，雙方在關係

修復下撤回告訴 

一、雙方持續對話，夫方父親講

出內心話，情緒宣洩 

二、妻方及家屬能理解夫方父親

的委屈及痛苦 

二、妻主動向公公道歉，請求原

諒 

一、妻理解公公的用心和

委屈，公公願原諒媳婦 

二、夫、妻雙方及其家屬

相互理解，達成關係修復

雙方隨即撤告 

 

 

雙方關係修復成功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當事人與修復促進者建立信任感 

促進者事前詳讀及瞭解個案資料，第一次晤談對妻方、第二次晤談對夫方的

單方會談中，有效蒐集當事人及家屬的訊息，熟悉事件來龍去脈、成員互動關係、

當事人的需求等。在對話過程中，順利掌握進度及引導，讓雙方及家屬感受到促

進者瞭解他們的傷痛，因而對促進者產生信任感，讓後續的對話及修復能順利進

行。 



10 林原賢 

 

（二）當事人的傷痛情感充份被同理、理解，鬆動僵固情感和認知 

進行對話前，夫、妻雙方及家屬耽溺在被傷害、爭執、傷痛之中，在第一、

第二次晤談，促進者引導妻、夫及家屬宣洩情緒、表露情感、理解傷痛後，引導

當事人檢視自己的需求，以環境生態的觀點讓夫、妻及家屬瞭解彼此的關係結構，

如何面對共同的孩子？未來如何因應生活？刑事判決可能讓夫妻有犯罪紀錄，造

成負面影響等，增加當事人的現實感及對話動機。 

第三次會談中，修復促進者引導雙方及家屬檢視自己先前的想法，例如：「對

方怎麼聽不懂我的話？對方是不是故意裝傻？」，經由對話理解對方立場後，逐

漸轉變成「其實他們懂，只是還卡在某個地方，我要如何讓對方願意走出來」的

想法，讓夫、妻及家屬先前各自耽溺的悲痛情感、僵固認知和強硬行為開始軟化

鬆動。那麼，才能開始修復內心的傷痛，讓雙方回歸到現實環境，思考因應現在

和未來的困境。 

（三）激勵修復關係的動機及行動 

第三次會談引導夫、妻和其家屬對話，提昇雙方修復關係的動機，喚起雙方

及家屬的羞恥感，反思自己不對的地方，催化復原力，願意用退讓、道歉方式來

和解，加上家屬的家族共榮觀念，妻方及其家屬理解雙方的立場，表示願意和解

及撤告，然夫方的父親未到場，經夫打電話請示，夫方父親要求不能和解撤告，

待下次見面再說，對話因而結束。 

第四次會談時，夫妻和雙方家屬都參與，夫的父親一改先前態度前來參與，

顯示對修復式司法已有部分信心，相較於妻方及家屬已準備好對話及修復關係，

夫方父親則開始暢談他的傷痛及想法，藉由對話過程，夫方父親的心理傷痛被理

解，妻也當場向夫方父親（公公）道歉，因而夫方父親軟化，願意修復關係，當

即互撤告訴，約定下月妻及子女搬回夫方家同住，結束一年多的分居生活。 

（四）修復關係滿足雙方的需求 

修復對話的內容能滿足雙方的需求，因而達成修復及互撤告訴，如表二。 

 

表二 修復前後的需求滿足 

 修復前 修復後 

夫方 一、夫的愛和歸屬、自尊成就感

需求未滿足 

二、夫方家屬被尊重的需求未滿

足 

一、滿足夫的愛和歸屬需求、

提昇自尊、滿足其成就感 

二、滿足夫方家屬被尊重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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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方 一、妻的安全需求未滿足 

二、妻的愛和歸屬感未滿足 

三、妻和妻方家屬的自尊、被尊

重需求感未滿足 

一、滿足妻的安全感需求 

二、解構妻方愛和歸屬的不足

感，滿足妻方愛和歸屬感 

三、滿足妻和妻方家屬自尊、

被尊重的需求 

 

四、本研究的信效度 

研究者為執業 24年的臨床心理師，接受過法務部修復式司法促進者的初階、

進階訓練合格，為地檢署聘任的兼任修復促進者。為增加資料分析的信度，研究

者邀請地檢署一名促進者為協同分析者，遵守資料保密與謹慎使用原則下，對資

料分析進行多次的討論與對話，以實踐建構主義的知識共構過程，討論結果皆在

取得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的共識後定案。此外，2020 年 10 月地檢署辦理個案討

論會，邀請資深專業督導及 3 名促進者參與，研究者在會中做個案分析報告，接

受督導及與會者的意見回饋，藉由專家及同儕的檢視，增加資料分析的效度。 

伍、討論與研究建議 

一、討論 

（一）當事人對促進者的「信任感」是成功修復關係的重要因素 

家暴案件的形成非一朝一夕，還以刑事傷害罪互提告訴且不和解，代表衝突

複雜糾結，本研究顯示，修復式司法的實施，促進者必需獲得雙方的「信任感」，

才能順利引導對話。 

夫妻在傷害刑事告訴中，必然舉出許多對己方有利、對他方不利的事證，促

進者在初期需對事件過程清楚了解，保持客觀中立態度，掌握事件的脈絡，對話

過程讓雙方及其家屬能信服，甚至在非對話期間，雙方發生突發事故或緊急諮詢

時，促進者也可給予必要的回應或服務。 

修復促進者在對話會議前對當事人的陪伴、共同經歷修復過程，都會增進當

事人對促進者的同盟感受，讓未來的修復對話過程更有深度及順利，同時夫、妻

也藉由與促進者的互動，讓先前安全、愛和自尊需求的創傷重新再經驗「安全感」、

「自尊感」，有助於催化夫、妻及家屬的復原力，喚起對家人信任感的覺察，達

成修復成效。本研究印證黃嘉羚（2019）的研究結論，修復式司法著重在撫平或

彌補關係，不見得以復合為主要目的，重點應放在對話的過程。 

（二）修復式司法能促進家暴當事人改變的動機 

本研究結果顯示修復式司法對夫妻修復關係的動機具有正向的激勵，除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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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關的修復資源具有公信力及專業，能取得當事人的信任外，修復對話過程讓

當事人覺得受尊重，參與的意願提高。此外，引導夫妻對傷害刑事案件的情緒、

情感的敘說宣洩，從而覺察理解彼此的立場，讓雙方互動成為有效的對話。 

有效的對話是提昇夫妻及家屬持續理解、溝通的動力，讓雙方看到期盼的願

景，可滿足其內在的需求，就會產生改變行動的動機，解決僵持的困境。此外，

雙方意識到司法及法律的嚴肅性，也能發揮修復關係的促進效果。李易蓁與楊巧

鈴（2014）以社工結合修復式司法來協助家暴成人保護性個案，結果有助於終止

家庭暴力和紛爭，儘管部份案件的雙方可能迫於司法壓力下對話或表現和平相處，

仍彰顯修復式司法對於家事案件介入具有實證的成效。Bibas 與 Bierschbach

（2004）運用存在主義對一位家暴非自願性個案輔導，發現還是需要一些強制力

量，才能逐步塑造個案接受責任，而非僅靠個案自制力。 

（三）修復式司法結合需求層次理論，有助於提昇關係修復的機會 

夫妻家暴事件演變為互告傷害刑事案件、持續分居一年多，可見其互動糾葛

複雜，為找出雙方的共識點，研究者選擇馬斯洛（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

來分析其互動，發現雙方有對話的動力及共通的內心需求，促進者以此做為對話

的方向及目標。 

本研究顯示需求層次理論能說明夫妻在僵局中，卻能持續婚姻關係的動力，

例如：夫妻衝突及復合的矛盾糾結、輪流扶養子女、父母親對夫、妻的控制影響、

家族家屬的牽絆等，促進者以滿足需求面向來尋找關係修復的突破點，因而打破

僵局及導引對話。 

（四）關係修復過程中，應考量當事人的家庭、家族成員的生態影響 

個人的成長過程會受到週遭他人的影響，本案例的夫妻衝突及僵局也都受到

其家人、家族成員影響，在傳統的農業地區，父母親對於子女較有強大的影響力，

夫妻分居、互告傷害、調解破局的過程都可看到家庭成員的深度影響，夫家為傳

統家族企業，由長輩負責決策，妻方的父母親也是提供分居、刑事提告的協助者。

因此，修復式司法運用在夫妻刑事案件中，需要考量夫妻之外的家庭成員之生態

影響。 

法務部試辦修復式司法採用美國被害人與加害人的調解模式（VOM），透過

社區會議協助被害、加害人及社區進行充分對話，重視家族或社區生態對當事人

的互動關係，這與台灣社會中，家庭、家族對個人具有影響的生態環境相似，修

復促進者若能妥善運用，可讓家族成員影響力成為對夫妻修復關係的助力。 

（五）修復式司法對修復夫妻互告傷害罪的關係具有成效 

台灣的修復式司法以修復刑事案件為主，修復對象為被害、加害及相關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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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夫妻互告傷害的刑事案，然其根源為家暴事件，夫妻同時兼具加害和被害

人的角色，因而促進者處理刑事案件外，還有家暴糾紛，需要花費較多的心力及

引導修復技巧，最終達成修復目標。 

吳慈恩（2013）認為修復式司法可運用較輕微的家事案件，本研究發現修復

式司法的羞恥感、復原力、對話、理解、道歉等概念技巧，可以運用在夫妻嚴重

家暴及傷害刑事案件，只是需要有更多的促進和鼓勵行動，讓夫妻及家屬經歷更

深度的覺察、相互理解，進而對話。 

然而，面對傷害刑事案件的家暴事件，促進者仍應謹慎面對，充實更多的修

復觀念技巧、刑事和家事法規、社工資源等，方能在修復式司法中，提供當事人

更好的服務以及找到適合的修復方式。 

 

綜合以上，傳統的犯罪司法過程較少給加害人承擔錯誤責任的機會，修復式

司法則主動提供加害人補救和促進被害人療癒的管道。相較於傳統刑事訴訟程序，

具有相當程度的人性良善要素，藉由對話過程中，讓加害人面對自己造成他人傷

痛的經歷，明瞭自己錯誤行為無法見容於社會善良德性，也讓被害人在對話過程

陳述傷痛，表露情緒情感，撫慰悲傷及回復被他人剝奪的身心靈需求。 

本研究發現，修復式司法不只可運用在輕微家事案件，也可修復夫妻嚴重家

暴、互告傷害刑事的關係，為研究重要的貢獻。陳祥美（2018）認為修復式司法

關心如何修補傷害，而非懲罰錯誤，事實上，一味著重在懲罰議題，犯錯者將沒

有機會瞭解對他人的傷害，容易將焦點放在以罪刑償還作為過失救贖，忽略對受

害者的同理，無法喚起其羞恥感和復原力。本研究中，夫妻互為加害、被害人（相

對、聲請人），經過修復對話，讓夫妻都歷經聲請人、相對人的角度，感受理解

被傷害的痛苦，學習思考如何修補傷害，這是重要的再學習歷程，有效提昇雙方

的羞恥感和復原力，修復式司法在本個案研究中的正向價值也呼應吳慈恩（2013）

認為修復式司法是具有高度發展性的刑事司法模式。 

總之，修復式司法強調人具有羞恥感和復原力，對話（dialogue）是修復關

係的重要過程，可促進雙方做省思的意義性對話，讓當事人在過程中發生改變。

修復性司法未來可持續朝向多元發展、融入台灣的國情文化，運用在家暴引起的

傷害刑事案件。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用單一個案研究的推論性可能不足，每個家庭衝突事件有不同家的

庭動力及個殊性，因此，修復式司法運用在家暴案件的研究應持續進行，以增加

其推論性。此外，家暴案件中，修復促進者需要花費許多時間精力釐清案情、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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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脈絡，考量促進者的人力有限，無法負荷龐大的家事衝突案件，應以嚴重家暴、

傷害告訴的個案為優先協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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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Restorative Justice to the Lawsuit of Domestic 

Violence for Assault-A Case Study 

Yuan-Hsien Lin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the perspectives and techniqu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to help a couple who were in the lawsuit of domestic violence for assault to 

mend fences with each other, and also investigated the progress of the restoration and 

the elements for success. 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the researcher as restorative justice 

facilitator guided the couple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have interviews and dialogues 

for four times, data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ere don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1. Trust of the two parties to the restorative justice facilitator is an important key for the 

success of repairing relationship.  

2. Restorative justice could promote the parties’ motivation to change. 

3. Combining with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would increase the chance of 

relationship repair. 

4. In the progress, the ecological influences of family and family members should be 

considered.  

5. The restorative justice was useful to the parties who were in the lawsuit of domestic 

violence for assault.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storative justice not only helpful for 

general domestic violence, also serious ones. Also, individual domestic violence is 

unique, more case studies is needed. 

 

 

Keywords: restorative justice, domestic violence, lawsuit for assault 

 

 

                                                      
2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Email: 

yhlin@nhu.edu.tw 
Submitted:2021.04.12; Accepted: 2022.05.01 


